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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全球治理”逐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全球治理的主体不仅有各国政府，还包括各种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妇女非政府组织是其中的一支活跃力量。它们积极关注危害整个人类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并极力敦促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信念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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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en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spread of globalization. The main actors of global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also IGOs and INGOs. Women's NGOs are an active forc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lobal dilemmas that pose threat to the humankind. These organizations do their utmost to bring to the mainstream of decision-mak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an effort that has fully embodied the fundamental conviction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一、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的新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使以往基于对抗的国际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随着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利益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关系中‘敌、我、友’界限变得比较模糊，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冷战逻辑逐渐失效。”[1]（P101）在这样的背景下，危害整个人类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仅凭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努力难以奏效，而是需要依靠整个国际社会的齐心协力，因此，“全球治理”逐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关于全球治理，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众说纷纭，至今尚未产生一个一致的、明确的定义。一些学者把它看作国家层面上的治理在国际层面上的延伸。[2]（P1）关于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作了一个权威性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它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其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它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P5－6）

    沿着这一线索，全球治理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轨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P13）与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把主权国家看成国际社会中的惟一行为体不同，全球治理的主体不仅有各国政府，还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妇女非政府组织就是其中的一支活跃力量。它们对全球治理的广泛参与显示了女性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作用。

    二、 “女人被隐藏在国际关系之外”[3]（P617）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国际关系被认为是一个性别中立的领域，女性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核战略、恐怖主义、第三世界的债务及其它一些问题涌现出潮水般的出版物的80年代，人们几乎没有问及性别问题，连一本书也没有。”[3]（P617）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性别观念深受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学说从“人是趋利避害的个人主义者”的假设出发，把自己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建立在自我与他者、公共与私人、国际与国内、国家与社会、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

    首先，在它看来，自私是人的天性，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最高形式，只能是人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其次，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府的建立使其民众停止对权力的角逐，井然有序地生活；但在国际社会中，由于缺乏中央政府的控制，所有的国家都为争夺对国际资源的控制权而无情地搏杀，冲突成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常态。其三，在每一个国家都遭遇“所有国家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的情况下，各国都将防范和遏制别国放在首位。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惟一行为体，外交、国防、宏观经济等作为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公共事务、“高级政治”受到优先关注，与人的生活状况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则被当成与国家的安危无关或无足轻重的国内乃至仅仅关乎个人安康的私人问题、“低级政治”而束之高阁。从本质上看，现实主义反映了一种把本国与其它国家、国家与人对立起来，通过牺牲它们中后一方的利益，片面突出前一方的重要性的二元思维。

    现实主义产生在社会生活由男性主导的背景下，蕴涵于其深层的排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使男性将女性视作有待控制的异己力量；男女地位的悬殊差异、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制与制服对手有关的争强好胜、敢于碰硬、善于精明、准确地算计等品质被当作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受到广泛青睐；合作、妥协、利他等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因而也作为“女人味”受到鄙夷。这些人为建构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仅被分别用来规范两性的言行举止，而且表明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等级关系，以至女性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的边缘。她们中很少有人在国防和外交部门担任要职，也极少有国际关系学基础理论和安全问题专家。一些西方官员公开宣称，女性对大国领导人谈论的军控、地区冲突等问题一窍不通。[4]（P2）

    同时，“男性／女性”的等级划分也同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际／国内”、“高级政治／低级政治”等二元对立彼此呼应。一方面，女性为维持国际体系的运作所做的大量工作受到忽视。尽管“妇女活跃在整个国际活动中，从连接炸弹的导线到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军事基地服务，包括性的和其他的，再到构成出口生产区的巨大的从业者队伍，”[5]（P86）但她们的利益一直得不到关注，因为这些被认为是个人问题，最多是国内问题，属于“低级政治”，相对于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显得微不足道，或者说是理当为之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把国际和国内事务、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分别称为“男性的”和“女性的”，以表示这些对子中的后一方远不如前一方来得重要。而每当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使社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造成的后果往往都由女性而不是男性承担。

    为了消除国际关系领域严重存在的社会性别歧视，女性主义学者和妇女活动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们不仅设法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入高层决策岗位，也不光全力发掘女性在保障国际关系运行的过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提出维护她们各项权益的要求，而且对现实主义学说本身进行批判和重构。

    杰·爱尔希坦（Jean Elshtain）针对现实主义把人看作彼此对立的孤立个体的理论假设，指出人生活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因而政治的核心——权力不仅意味着现实主义所看重的统治和控制，还具有“能力”、“潜力”等含义。每一个公民，无论其性别如何，都必须破除“自我／他人”的二元对立，不仅关爱自身，而且同他人一起投身于公共事业，而后者并非只是国防、外交、宏观经济等领域的代名词，还包括涉及所有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男性和女性都要同时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即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维护本国利益，另一方面，拒绝极端民族主义的诱惑，防止使爱国主义蜕变为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仇恨，使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6]（P346－353、249－253）我国学者把“国际关系”解读为“人民跨越国界的联系”，“其行为主体既包括主权国家、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运动，也包括个人（男子和妇女）”，强调关注人自身的安全，尤其使长期被迫缄默的妇女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5]（P51）这些都使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得以超越国家之间围绕着控制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事务而展开的角逐，着眼于倡导和尊重世界的多样化，有益于各国民众通过携手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实现共赢，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

    三、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近年来，全球治理不仅作为一个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被提出，而且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为推动解决各种“整个世界的总问题”，[7]（P2）使全人类的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全球治理的倡导者“呼吁共同信守全体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使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通过民主协商与合作，健全和发展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P14、26）它要求，也正在打破被现实主义奉为圭臬并导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打成“异端”，甚至被妖魔化的本国与其它国家、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等之间的等级界限，这无疑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有关理念被付诸实施提供了机遇。

    女性主义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妇女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来得到体现。妇女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在尚未赢得参政权的年代，女性试图通过这种形式对政府的社会政策施加影响。国际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前后，许多妇女团体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如其领导人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活动，或通过妇女国际组织联络委员会（Liaison Committee of Wome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对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会议进行监督等。联合国成立后，这些妇女组织大力促成将男女平等载入它的宪章和成立妇女地位委员会，它们中有不少在联合国享有咨商地位。[8]（P9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它们中有许多是在基层建立的并逐步发展为跨国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了各种松散的网络。其关注的议题也由女性本身和被看成其传统角色之延伸的家庭、慈善事业等扩展到人口、环境、技术、能源、人权等事关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女性已经不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同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有关的活动，还积极、自觉地投身对国际事务的管理，因为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状况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折射出的是严重阻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尖锐对立。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由上述对立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通过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同异己的对抗和对之加以征服的思维模式，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极力强调“人定胜天”的科学革命时代，自然被频频地比喻为臣服于男性的女子；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等造成的环境恶化使女性，尤其是第三世界贫困妇女，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她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燃料、未受污染的食物和饮用水，家务劳动的负担大大加重，从而强化了她们对男性的依附。因此，许多妇女活动家认为，全球性问题也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她们致力于使争取社会性别平等同改变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改造现行的国际关系体系，实现整个人类的公正、和谐与进步相同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非政府组织热忱投身环境保护、和平运动等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各项事业。在1985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一个由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代表组成的团体——“发展与环境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召开了有关妇女与环境问题的小组讨论会，使这次大会揭开了全球妇女环保运动的序幕。[8]（P99）当代最著名的国际妇女组织之一——“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omen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谈及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妇女是改革的强大力量。二十年来，世界上每一个地区都有新的妇女组织出现，从以社区为基地的小组，到国际网络，每个地方，妇女都是保护环境活动的媒介和发起人。”这个组织共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78个团体会员，其宗旨是促进妇女参与全球环境与发展的决策，用妇女的智慧拯救日益遭到破坏的地球。[9]（P225）

    成立于20世纪初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一向把裁军和反对军国主义看作推进妇女事业的中心议题，它动员女性参与和平运动不是因为她们由于生养后代而对和平有着本能的热爱，而是认为女性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她们组织起来，能够设法阻止造成贫困、暴力横行、女性受压迫等恶果的战争和军国主义。这个组织曾支持和参加联合国召开的7次有关裁军的会议。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则根据所在国家的实际情况，开展反对扩军备战，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促进和平教育，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等，它们也同其它组织一起，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经济剥削、环境退化和针对妇女的暴力。在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该组织领导人伊迪丝·巴兰汀（Edith Ballantyne）女士领导一个为大会起草和平纲领的委员会，并搭建了一个“和平帐篷”（Peace Tent），为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和前苏联、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妇女提供了对话的机会。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期间，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代表将裁军和非军事化问题同妇女面临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呼吁各国政府在未来5年中将军备开支减少5％，将其投入促进全球发展的事业。[8]（P112）

    妇女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重点是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其决策主流，使女性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受益者。首先，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性别压迫同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建构，互为依托。仍以环境问题为例，自然被描绘为一个女性，更突出了它作为人类奴隶的“他者”形象，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不消除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无法彻底撼动使人对自然、人对人的压迫得以合法化的社会机制和与之相伴相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效地解决由其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其次，消除社会性别歧视不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强化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更使两性结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缺乏对女性利益的关切，将不仅使她们，也令男性深受其害。这使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全球治理目标得以真正实现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近几十年来，人权、环保和人口等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但女性的利益一直被置之度外。在一些西方语言中，“人”和“男性”用同一个词表示，以至人权成为男性权利的同义词。女性受到的各种歧视、侮辱、人身攻击被权威机构作为国家无权干预的一个私人问题，或最多是文化习俗问题加以忽视。在环保事业中，国际社会主要考虑的是石油等能源的枯竭对工业生产、城市消费等造成的威胁，而根本不曾顾及环境污染给第三世界贫困女性生活造成的困难。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决策部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人口膨胀对经济增长、环境退化、食物供给和其它宏观现象的影响上，过分注重计划生育措施的效应，以致女性的身体被当作可资利用的工具，第三世界妇女更成了发达国家医疗机构的实验品，她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总之，在主流人士看来，女性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只要解决了由男性代表的、以“全人类”的名义出现的宏观问题，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为了维护女性权益，女性主义者陆续成立了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强调社会性别因素在处理全球事务中的中心作用，并提出了将女性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的目标。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此前，“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在美国迈阿密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妇女为实现有益于健康的星球”会议，通过了《妇女21世纪议程》。它涉及妇女平等参与决策、环境危机、军国主义、贫困、妇女的土地和借贷、民主权利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环境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环发大会正式召开期间，“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牵头成立妇女核心小组（women's caucus），提醒女性关注大会的决定和议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同时利用会场内外的各种渠道，将《妇女21世纪议程》和女性的有关建议写入大会的最后文件中。《妇女21世纪议程》多次提到女性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女性在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保护生态环境、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性别公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应当使女性完全、平等地参与整个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除此之外，“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的活动扩大了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有关会议的参与，使它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表达，[8]（P99、130）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里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妇女集会是富有创新性的雄心勃勃的活动，它为不同背景的人们交流思想、增进相互了解和建立合作网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10]

    1993年，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在此之前，妇女非政府组织为将妇女人权纳入会议的议程开展了大量工作。早在1985年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许多团体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并使之成为非政府组织论坛的首要关切问题之一，《内罗毕战略》把帮助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作为为争取和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此后，不少妇女组织将社会性别暴力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并争取到在联合国享有咨商地位的国际妇女组织和妇地会成员国一些专家的支持。妇女地位委员会曾两次召开专家会议，搜集材料，展开讨论，精心起草文件，递交它所隶属的经济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等机构。大会召开前夕，一个名为“妇女全球领导中心”（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的团体组织论坛和研讨活动，研究如何使社会性别暴力问题被纳入人权大会的议程，同时发表文章，开展请援活动，提出“妇女的权利是人权”的口号。

    会议期间，“妇女全球领导中心”采取各种方式，如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设立妇女权利席位，供与会者交换意见、协商战略；模仿纽伦堡审判，组织全球法庭，由来自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的妇女为她们本人和她们的朋友遭受的暴力侵害作证，并把这些活动的有关内容向政府间会议通报；请各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谈谈对人权与女权关系的认识，等等，使代表们认识到，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是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现象，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认定，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由文化偏见和国际间的非法交易导致的行为，都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必须予以根除。在当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180多个与会国的代表一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8]（P142－158）

    为迎接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妇女非政府组织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国际妇女健康联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召集了数次预备会议，使来自全球各地的妇女团体的代表协调立场，起草表达女性意愿的文件。会议期间，根据妇女核心小组的要求，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女性活动家与政府代表广泛交流，努力寻找共同点，使非政府组织对会议的进程产生明显的影响。一些以往讳莫如深的问题，如人工流产、针对妇女的暴力等第一次得到公开的讨论。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代表们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促进男女平等能够最为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抑制人口膨胀。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将女性的权利和生育健康作为关注的重点，几乎每一个代表团的领导都注意到女性的自立自强、女性接受教育、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对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的中心作用。[8]（P134－138）

    在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政府代表团和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妇女就与女性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教育、环保、社会性别暴力、武装冲突等12个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各国承诺将社会性别观念纳入决策主流。目前，社会性别已成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世界银行在题为《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性别不平等阻碍了发展。虽然在基本权利、教育、信贷、就业或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方面的不平等使妇女和女童付出最直接的代价，但性别不平等的全部代价最终会伤害到每个人……忽略性别差距将导致巨大的代价──对人民福利、对国家的持续发展和有效管理能力、进而对减少贫困方面，都关系重大。”[11]（Pix）将对女性利益的关切，尤其是强化社会性别意识的要求写入联合国及其它重要国际组织的文件，有利于女性非政府组织以此为依据，提醒和敦促本国政府切实履行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在国际国内事务的决策中充分体现社会性别公正的原则，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在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

    四、结语

    长期以来，以国家为国际社会的惟一行为体，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安全困境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始终主导着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实践，它的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导致女性被严重地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实主义虽然仍能对一些国际现象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提上国际关系学的议事日程，为各国女性通过国际、地区和国内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女性非政府组织在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深表关切的过程中，把树立和提高社会性别意识作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关键之一，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人的全部经验，从政治权利到人格结构，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8]（P103）这不仅为当今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拓展了整个学科发展的空间。

    但是，女性非政府组织远未进入全球治理的主流。首先，参与全球治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性别问题并没有真正予以重视，有关议题只是偶然被提出；其次，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通过的文件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也影响了女性非政府组织开展各项努力的效果；第三，当今的全球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个别大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世界，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不对全球治理产生警觉。女性主义和国际性的女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难免被作为西方行使“软权力”的工具，受到怀疑和非难。第四，各个女性非政府组织之间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分歧。

    无论如何，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向世界开放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市民社会的形成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增强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全球市民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促使人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也使通过实现男女平等，倡导和尊重世界多样化的社会性别观念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女性内部的不同声音正是女性主义在争鸣中保持活力、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女性非政府组织将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的过程中，通过与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国内国际的各种社会团体的对话与合作，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使女性在全球治理中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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